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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双阈值效应。人体长期暴露于氟地球化学异常或人为活动引起的氟污染环境
中，会促使氟不断进入体内，最终导致氟中毒及其它氟效应。本文介绍了近年来氟化物和全氟化合物( PFCs) 在环境介质( 大
气、水体和土壤) 中的污染状况，综述了氟污染的自然来源和人为来源及污染 /转移途径; 回顾了氟化物及 PFCs在人体内已产
生的众多效应研究; 总结了在饮水型氟污染、燃煤型氟污染、工业氟污染及人体氟效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氟中
毒区污染、人类活动氟污染以及氟与人体健康关系三个方面的一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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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元素对人体具有双阈值效应，摄入量不足将

影响机体生长发育及骨骼、牙齿正常结构和生理机
能，但过量摄入会造成氟斑牙和氟骨病; 世界卫生

组织、国际粮农组织曾在 1990 年将氟与铅、镉、汞、
砷、铝、锡列入“人体可能必需，但有潜在毒性的微
量元素”［1－4］。目前为止，氟化物引起的人体中毒问
题已涉及全球约 50多个国家，我国是世界上氟中毒
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6］。据 2017 年我国卫生
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仍有 1 287 个
县为氟中毒病区，其中氟斑牙患者有 2 710. 9 万人，
氟骨病患者有 22. 81 万人［7］。另外，全氟化合物
( PFCs) 因具有表面活性剂性质被广泛应用于制造
和生活消费等领域，结构改变后会产生具有持久性

好、生物富集性强和生物毒性强的新型污染物，在
进入人体后，会破坏部分器官、组织等正常活动，扰
乱细胞功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因此，氟
化物和 PFCs 的人体健康效应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
关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有关氟化
物和 PFCs 在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状况，对其污染原
因、来源以及人体的氟效应进行了剖析。针对氟污

染与人体健康现有研究进展，分析当前仍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1 环境介质中氟污染
1. 1 大气氟污染
大气中氟污染物主要以气态 HF、SiF4 和冰晶

石、萤石、氟化铝、氟盐及磷灰石等含氟粉尘形式存
在。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由工业造
成的氟污染所产生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持续增加。
在一些工业生产过程中，制造工艺往往以氟化

物或含氟矿物作为原材料或辅助材料生产成品。如
若电解制成 1. 1 t铝就需要 5 kg 冰晶石( Na3AlF6 ) 和

27 kg氟化铝( AlF3 ) ，以及每生产 1 t 钢就需要加入
5 kg萤石( CaF2 )

［8］，最终具有这类工艺特点的工业

都将含氟废气输入周围环境。据统计，2018 年，全
球原铝产量约 6. 4×107 t［9］，多数大型铝厂限制每吨
铝允许排 0. 5～0. 6 kg的氟，以此计算所释放的氟达
到 32 000～38 400 t，若引用世界铝业氟的排放强度
( 0. 64 kg F / t Al ) ，则全球铝业氟排放量高达约
41 000 t［10］。有研究表明，在巴塔哥尼亚马德林港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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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周围树叶中的氟浓度最高已达 3 650 mg /kg［11］。
1985年我国砖瓦行业氟排放量为 41. 32 万 t / a［12］，
而意大利摩德纳和雷焦艾米利亚省瓷砖生产氟排

放量高达 727 t /a，其中的 73 t /a 直接排进大气，同
时该行业在全球氟排放量约为 270 t /a［10］; 2001 年
美国大气中 82%的氟来自于电厂煤燃烧释放，约
2. 54 t［13］。这类工业排放的气态氟化物或含氟尘粒
中氟浓度湿沉降后可能比背景水平高一个数量级，

甚至超过 1 mg /L，且在距离污染源 2 公里外区域仍
然能够检测到如此高的浓度［14］。大量研究表明，在
铝、钢铁、玻璃、陶瓷、磷肥等制造行业区附近的蔬
菜及其它植物中残留有较高浓度的氟化物，一些蔬

菜中氟化物检出量高于食品卫生标准允许限值
1 mg /kg，甚至部分易感植物叶、茎有明显的伤害症
状［15－17］; 此外，丹麦、美、德、英、挪威、法、瑞典和澳
大利亚等国家及我国部分工业区( 包头、四川涪陵
厂、青海湖区铝厂及电厂) 相继出现因大气氟污染
而导致的牲畜和人体氟中毒现象［18－22］。
我国煤中氟含量为 17～ 3 088 mg /kg，平均氟含

量约 200 mg /kg，高于世界平均值 80 mg /kg［8］。而
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常以煤作为生活燃料，燃烧释

放在空气中的氟导致区域性人体氟暴露，造成典型

的“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23］。刘文东等［24］、刘永
林等［25］、梁超轲等［26］对我国西南燃煤地区室内空
气氟化物含量进行检测，发现燃煤所释放日平均氟

化物浓度超过参考值 10 μg /m3，尤其取暖期浓度更

高，通过“灶改炉”后室内氟化物浓度低于或接近 10
μg /m3，污染状况明显改善，但不容忽视其对氟中毒

的贡献。
近些年来，工厂或企业向清洁生产转型过程

中，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明显降低了氟化物

向环境中的排放。如我国 2017 年火电厂和钢材企
业所产生氟化物总量分别是 2. 58 × 105 t、3. 65×106

t，其中仅有约 2%氟化物输入大气［8］，值得注意的是
这类行业虽然在全国氟排放总量较小，但在局部地

区排放强度大，仍可能造成严重污染，存在较大环

境风险。燃煤型污染在“灶改炉”措施下取得有效
控制，但在燃烧过程中氟仍不断释放，而有关氟的

释放机理还存在一定争议［27］，且在污染区有关以人

群饮食、呼吸、饮水和小便等氟暴露或排放途径估
算人体氟吸收量研究较多［28－29］，却鲜见体内靶器官

对氟有效吸收的相关报道。
1. 2 水体氟污染
全球各地水体氟含量各有不同。未被污染淡

水和海水水体中 F－浓度分别是为 0. 01 ～ 0. 3 mg /L、
1. 2～1. 5 mg /L［10］。欧洲未污染地表水中 F－浓度在

0. 05～ 1. 6 mg /L 内［10］，而中国部分区域水体中 F－

浓度较高，已超过 4 mg /L，甚至 20 mg /L［30］( 图 1) ，
这与我国饮水型氟中毒分布密切相关。根据饮水
型氟中毒分布情况和严重程度，WHO、欧盟委员会、
加拿大和印度等组织及国家对生活饮用水进行氟

浓度限值为 1. 5 mg /L，美国环保署规定饮用水含氟
量限不超过 4 mg /L，而坦桑尼亚和中国分别规定饮
水中氟含量为 8 mg /L 和 1 mg /L［31］。研究表明，土
耳其火山附近饮用水和天然水氟含量分别为 1. 5 ～
4. 0 mg /L和 2. 5 ～ 12. 5 mg /L［32］，印度伯拉卡德区
水井中含有 0. 2 ～ 5. 75 mg /L 氟化物［33］，非洲喀麦
隆梅奥查纳加河流域地下水中检测出 0. 19 ～ 15. 2
mg /L的氟化物［34］，而在中国的赤峰盆地地下水氟
含量为 0. 3 ～ 3. 6 mg /L［35］。此外，孟加拉、肯尼亚、
美国、墨西哥、土耳其、伊朗及埃及卢所等地区和中
国部分氟病区水体中氟化物含量超过 WHO 饮用水
氟化物限值和中国饮用水卫生标准( 1. 0 mg /L) ，这
类水体增加氟中毒风险机率较高。然而，水体氟化
物源释放条件十分复杂，充足氟源、稳定地球化学
水文环境及人类活动都会加剧环境水体中氟的持

续输入［14］。
为控制水体中高氟含量，不少专家学者对其

污染原因进行探讨。何锦等［35］、范基姣等［37］、
Fantong等［34］和 Ferreira 等［2］研究认为中国北方、
非洲喀麦隆梅奥查纳加河流域和巴西米纳斯吉拉

斯州的地下水体高氟含量与区域性气候、水文、地
质构造、岩性与土壤、水文地质条件和水化学特征
等条件密切相关; Mondal 等［38］强调含氟矿物及岩
石中 F－与水中 OH－交换条件是这类矿物及岩石中

Ca2+与水体中 Na+交换后，地下水化学类型成为

HCO－
3 -Na型，为离子交换系统持续提供碱性环境。

Aldo等［39］和 Ali 等［40］研究表明通过对碱度控制
可抑制 F－与 OH－离子交换，进而减少氟输入水

体。因此，水体受氟污染影响因素众多，地形、地
貌、岩性与矿物成分、水化学类型、气候、自然界
的理化作用都与氟的释放密切相关。另外，工业
污染排放大量可溶性和不溶性氟进入水体，直接

影响水体质量［37］，但该类型污染易在源头进行

治理。
近年来，我国饮用水氟污染防治采取“改水工

程”取得了大量成果。全国 70 506个饮水氟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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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高氟水体分布( 据［文献 36］)
Fig．1 Distribution of high fluorine content water in China( from ref．［36］)

村完成改水，正常使用率达到 94. 1%，受益人口
6 150万［41］。但事实上，这项措施因工程材料、质量
及管理等主观因素和水文地球化学变化及工农业

污染等客观因素造成区域性水体氟含量继续升高，

导致局部地区氟中毒仍在持续［42］。
1. 3 土壤氟污染
土壤中的氟主要来于成土母质，氟含量高低受

土壤类型、pH 等理化性质等因素影响［43］。而导致
区域土壤污染、氟含量过高的行为有 3 个: ( 1) 氟地
球化学异常; ( 2) 工业氟干、湿沉降; ( 3) 农业活动。
大量研究证实在不同国家、区域通过不同行为表现
出的土壤氟异常状况，会引起区域性氟污染或氟中

毒( 表 1) 。人类活动( 工业氟干、湿沉降和农业活
动) 会将大量氟化物输入土壤，是造成区域土壤氟

污染的重要原因。
但是，因其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人为氟介入

土壤环境可能引起污染，其富集量未必高于氟地球

化学异常长期性结果。根据评价关系( 表 2) 可认为
杨成等［51］检测凯里地区电解铝厂、砖厂、玻璃厂、火
电厂和水泥厂周围土壤( 氟含量依次为 284. 48、
290. 43、322. 44、276. 83和 253. 85 mg /kg) 属于正常
状况; 潘自平等［52］研究表明，贵阳中心区域表层土

和深层土中氟含量较高( 均值分别是1 143 mg /kg、
1 438 mg /kg) ，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局部污染区域的
成因是氟地球化学异常引起; 且有研究表明［53－54］，

我国土壤总氟均值为 478 mg /kg，在氟中毒区域土
壤总氟均值却高达 800 mg /kg，明显高于世界土壤
氟背景值( 200 mg /kg) ，说明氟地球化学异常可能
是我国氟中毒地区土壤氟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
除工业和农业污染土壤外，我国氟中毒区土壤也存

在较高生态和健康风险，改善土壤氟污染状况是当

前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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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行为引起的区域氟污染或氟中毒
Table 1 Ｒegional fluorine pollution or fluorosis caused by different behaviors

引起土壤氟异常行为 环境现象 代表区域 环境影响

氟地球化学异常
在燃煤型氟中毒区的拌煤黏土的氟含量( 1 900 ～ 6 103
mg /kg) 远高于煤中氟含量，由摄食和呼吸引起的人体氟
暴露现象

江西萍乡市［29］; 贵州省织金、威宁
县等［44－46］; 云南镇雄县［25］

地方性氟中毒

工业氟干、湿沉降
冶金、化工、陶瓷、砖瓦及水泥等行业含氟废气排放和开
矿含氟粉尘沉降会使得氟附集于植物和积淀于土壤，进
而造成氟污染

中国包头制钢厂［8，18］、巴西里奥格
兰［10］和突尼斯磷肥厂［47］ 周围
环境

区域氟污染或氟
中毒

农业活动

磷肥使用: 若磷肥平均氟含量为 1 wt%，每年至少有 2. 3
Mt的氟输入到农业土壤; 若向土壤施加 10. 2 Mt 单过磷
酸钙及 4. 79 Mt磷酸二铵肥料，则将有 128 000 t 氟释放
入土壤，严重威胁农业土壤质量

农药使用: 某些含氟农药( 三氟甲氟隆、杀蛉脲及氟嘧菌
酯等) 喷施在农作物后，其残留物在土壤中分解引起氟
污染

灌溉: 含氟污水灌溉的绿洲土壤氟含量远高于未污染
土壤

印度［48］、中国西北部分绿洲［49］及
新西兰牧场［50］等

区域氟污染或氟
中毒

表 2 土壤状况与土壤氟含量之间的关系
Table 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condition and soil fluorine content

土壤酸碱性 评价标准 土壤氟含量( Ci ) 范围 / ( mg /kg) 土壤状况

酸性土

采用中国氟中毒区土壤总氟平均值 800

mg /kg［54］和世界土壤氟背景值的平均值 200

mg /kg［53］作为评价依据

＜ 200 土壤缺氟，引发龋齿

200～800 土壤正常

＞ 800 引起土壤氟污染，将导致人体氟中毒

碱性土

采用中国氟中毒区水溶性氟平均值 2. 5

mg /kg［54］和世界为污染土壤表层水溶氟平均

值 0. 5 mg /kg［53］作为评价依据

＜ 0. 50 土壤缺氟，引发龋齿

0. 50～2. 50 土壤正常

＞2. 50 引起土壤氟污染，将导致人体氟中毒

2 全氟化合物( PFCs) 污染
全氟化合物( PFCs) 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

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因会被带电基团活化其疏

水性和疏油性基团后而具有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在

过去的 6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和生活消
费等各个领域，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化工产品之
一［55］。PFCs烷烃基团中所有 C-H键上的 H会被 F
取代而形成具有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生物毒性的
新型污染物［56－58］。其污染来源问题，可归于为
PFCs 化工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所排出“三
废”［57］。
许静等［59］检测了湖北某化工企业周围水体

PCFs浓度介于 4. 70 ～ 40. 22 μg /L，而土壤中 PCFs
浓度介于 58. 22～2 075. 60 ng /g，在水体和土壤中已
产生不同程度污染。汪磊等［60］、陈舒［61］、刘琰
等［56］和 Naile等［62］确定 PFCs 在污水处理厂水体、
湖泊和沿海地区沉积物的污染状况和证实 PFCs 对
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2001 年，Giesy

等［63］研究表明环境中 PFCs 分布具有全球性，且因
大气和海洋运输作用，极地地区野生动物体内能检

测出低浓度 PFCs; 2010 年，Butt等［64］发现极地地区
高级消费者对 PFCs具有生物累积性。

PFCs会随化工企业的废气排出，通过干、湿沉
降积淀于土壤，由淋溶作用渗入地表水系统，对植

物根系产生高度胁迫作用，植物叶片对部分气态

PFCs及其颗粒物有较强富集能力，会对农作物造成
污染，最终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产生健康威胁［56，65］。
曹莹等［66］对环境介质和生物体中的全氟辛烷磺酸

( PFOS) 及全氟辛酸( PFOA) 的污染水平进行了研
究，表明 PFCs 在大气、水体、土壤和植物依次或相
互传递后，产生环境负效应而使人体健康受到威胁。

2009年 5月 9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全氟辛磺
酸( PFOS) 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 POSF) 列入
《关于持久性有化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67］;
2014年我国环保部联合十一部委下发“全氟辛基磺
酸及其盐类”等 10 种等持久性有机化合物禁止生
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的公告。近十几年来，PFCs

09



第 1期 何令令等: 环境中氟污染与人体氟效应

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引起全球环境及健康领域专

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对它已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

解，但它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及富集规律、食
物和人体暴露限值等系统研究存在不足，有待深入

研究。

3 污染源及迁移途径
3. 1 自然来源

Young 等［68］、Mohapatra 等［69］、Thapa 等［70］、何
锦等［35］和 Li 等［71］分别对斯里兰卡中北部、印度
Son Bhadra地区、孟加拉德瓦卡河流域、中国内蒙古
赤峰盆地和山西运城地区高氟地下水的水文地球

化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地层中角闪石、辉
石、片麻岩、黑云母、花岗岩、蒸发岩、黑云母、钠长
石和氟磷灰石及含氟矿物基岩等水解溶蚀释放的

氟化物对地下水高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同类型
岩石中氟含量往往不尽相同( 表 3) ，往往决定着不
同区域氟背景值差异性。自然条件下，岩石或含氟
矿物可经地下水－岩作用、火山运动和基岩风化等
共同作用将氟释放于水体、大气和土壤中，结合区
域氟地球化学异常形成氟中毒病区。由此可见，高
氟岩石及矿物是区域氟污染或氟中毒的最终来源。

表 3 不同类型岩石中的氟含量
Table 3 Fluorine contents in different types of rock

岩石名称
氟含量( mg /kg)
平均值 范围

样品
个数

文献

辉长石 390 — 5
花岗岩 1 322 520～4 500 14 ［72］
流纹岩 645 260～1 080 8
玄武岩、变质砂岩 886 — — ［35］
凝灰岩 — ＞1000 —
绿片岩、黑色片岩
和石英片

— 200～300 —

绿泥石、角闪石和
云母 mumumu母片

— 1 100～1 600 —

石灰岩 220 — 98 ［73］
白云岩 260 110～400 14
碳酸岩 330 — —
砂岩和杂岩 200 10～1 100 50
页岩 940 10～7 600 82
注:“—”表示占缺数据．

3. 2 人为来源
钢铁、制铝、化学、磷肥和氟塑料生产、硅酸盐

工业的陶瓷、氟化工、砖瓦等行业制造过程会释放
大量的氟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10，74］，这类行业或工

厂成为环境中的无机氟污染的直接来源。而对于
PFCs污染源而言，既指在 PFCs 前体物生产和使用

过程中、含氟聚合物的生产和处理中及日常消费品
及工业产品应用中各形态 PFCs 的释放。这两类氟
化物的提炼、加工和成品制造的工厂或企业可视为
污染点源，借助于自然环境条件( 地势、气候和水文
等) 向周围环境呈环状“辐射”，进而直接或间接影
响环境质量和损伤人体健康，成为了环境氟污染的

直接来源。
3. 3 氟化物污染和转移途径
在环境中氟化物污染和转移途径基本一致( 如

图 2所示) ，自然源或人为源所释放的氟都是借助
于环境介质、相互转化传递于人类生活环境，最终
由空气、水体和膳食累积于人体，产生人体氟暴露
现象。

图 2 环境中氟迁移或污染途径
Fig．2 Fluorine migration or pollution pathway in

the environment

4 人体氟效应
4. 1 地方性氟中毒
环境氟污染与人体健康直接相关，借助于环境

介质( 水、土壤、大气) 向食物链或人体直接传递。
氟斑牙和氟骨症是氟对骨相器官的毒性效应的两

种直观表征。氟浓度升高会抑制碱性磷酸酶活力，
从而降低多种磷酸酯水解效率，减少骨盐原料提

供，而对釉质造成发育不良、矿化不全和骨质变脆
等骨骼疾患，并且表层釉质含氟量通常远高于深层

釉质，是氟斑牙色泽为黄褐色及黑褐色的主要

原因［75］。
续岭等［76］研究认为，人体摄氟量过高会对神经

细胞结构、脂质过氧化作用、脑组织中 DNA 及蛋白
质合成及活性、神经递质及受体、离子通道系统及
神经细胞凋亡等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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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爱民等［77］和 Duan 等［78］分别对我国燃煤型和饮
水型氟中毒区儿童智力水平进行了研究，结论与邵

千里等［79］一致，氟中毒患者存在某些认知功能缺

损。此外，体内氟含量过多不仅会出现生殖内分泌
干扰作用，其影响通常男性大于女性，还能扰乱成

人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各层面生殖激素水平［80］。
氟中毒患者血液中某些成分会发生改变，导致人体

机能部分障碍。如氟中毒患者的血红蛋白( HGB)
含量低于健康人; 较为严重患者的红细胞会随氟含

量不断累积而破裂，从而引发贫血症状; 随氟含量

增加血清中 Cu、Zn、Se、Mn、Fe等微量元素含量趋于
减少的状况，反之亦然［81］。除上述氟效应外，我国
学者研究表明［5，82］，氟还会对人体原生质、酶系统、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心血管系统和生殖系统等造
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氟中毒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十分复杂。氟病区

的老年性白内障、人体胰岛 β 细胞功能及听力受损
都与氟的超量摄入存在很大关联［81］。为进一步研
究人体氟效应的作用和机理，血骨钙蛋白( BGP ) 与
羟脯氨酸( HYP ) 作为敏感氟接触高危人群的筛选
指标［83］可能成为健康机体一个参考。基于此，人体
氟暴露所产生效应众多，但人体氟各种效应与摄氟

量吸收效率间关系研究甚少。
4. 2 全氟化合物( PFCs) 与人体健康

PFCs通过空气、灰尘、饮用水和膳食进入人体
后，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并破坏部分器官、组织等
正常活动、扰乱细胞功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威
胁。鉴于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环境 PFCs 污染
而引起的人体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大量成

果。Florentin等［84］和 Zhang等［85］分别通过体外和
体内研究表明，PFCs 的暴露和蓄积会对人体肝脏
细胞有致毒作用; 而暴露于 PFCs 环境中的产前孕
妇会对其子代健康产生一定影响［86］。此外，另有
研究表明，PFCs 对人体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生
殖系统及血细胞产生毒性效应，同时，对潜伏期乳

腺肿瘤及慢性肾脏疾病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87］。
因此，PFCs对人体健康存在巨大威胁，亟需做好污
染环境阻断和治理来减少 PFCs 暴露剂量以保持
健康状态。

5 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环境氟染状况

及对人体产生的效应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

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 1) 饮水型氟污染区因“改水降氟”工程材料、
质量及管理等主观因素和水文地球化学变化及工

业污染等客观因素导致局部地区氟中毒仍在持

续; 我国氟中毒区土壤仍存在较高生态和健康风

险，并且燃煤型氟中毒氟的释放机理存在一定

争议。
( 2) 随着工艺改革，渉氟工厂、企业氟化物排放

总量明显下降，但在其“辐射”范围内，无组织排放
的可溶性和不溶性氟沉降、累积后直接影响周围环
境( 大气、水、土壤和植物) ，周边人群健康水平仍然
存在威胁; 新型污染物—PFCs—在环境介质中的迁
移转化及富集规律、食物和人体暴露限值等方面有
待深入研究。
( 3) 氟中毒区人体氟暴露已产生众多效应，但

关于各种人体氟效应反馈的摄氟剂量关系尚不明

确，尤其在人体靶器官对氟的有效吸收及阈值方面。
结合当前存在问题，对氟病区氟污染、人类活

动氟污染和氟与人体健康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如下

建议:

①氟中毒区的氟污染
对饮水型氟病区，加强“改水降氟”工程运行状

况监督管理，继续推进健康教育工作，提高群众对

改水工程接受程度，最终保证人群饮用水中的低氟

水平; 对燃煤型氟病区，可模拟煤炭燃烧过程中存

在的多种可控因素对氟释放量的贡献率进行比较

而进一步确定氟释放机理，可建立靶器官细胞体外

吸收模型进行深入研究摄食和呼吸途径进入人体

内的氟的吸收效率; 另外，针对于氟中毒区土壤修

复局限性，深入研究不同植物吸收、富集土壤氟的
具体生物化学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②人类活动氟污染
氟化物或 PFCs 污染引起的污染表征差异较

大，防治措施投入具有不准确性。与氟地球化学异
常引起的污染相比，人为氟污染时间较为短暂、污
染水平持续增加。因此，开展不同环境下氟污染指
示物研究，便于及时监测环境污染等级和认识环境

健康水平，进而对人体健康产生预防作用。人类活
动经常暴露在 PFCs 环境中，并在人体产生多种健
康问题，但目前在各行业、不同环境中 PFCs 污染防
治标准及措施等条列规定甚少。因此，需进一步升
级 PFCs 污染检测方法和技术，为相关部门提供全
面、准确的监测数据，对 PFCs 污染防治标准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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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③氟与人体健康关系
环境不同，氟化物或 PFCs 的生物有效性和毒

性阈值不同，在人体产生的病态表征亦不同。要认

识人体自身健康水平，准确反映某环境中氟化物或

PFCs在人体暴露量和判断所产生毒性的阈值高低
水平，需进一步对污染环境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及构

建一种健康模型评估环境氟化物与人体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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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ine Pollution i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Fluoride Effect

HE Lingling1，2，HE Shouyang1，CHEN Zhuoyu2，SUN Ya3，TU Chenglong3

( 1． 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of Karst Environment and Geohazard，Ministry of Land and Ｒesource，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81，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Disease Control，Ministry

of Education，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iyang New region 550025，China)

Abstract: Fluoride，which has the double threshold effect，is anecessarytrace element of human． The long-term exposureto the fluoride-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 may cause continuous ingest of fluoride intothe human body，eventually cause fluorosis and other fluorine
effect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urrent pollution status of fluoride and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 PFCs) in environmental media like
atmosphere，water and soil，briefly described the natural sources of the fluorine pollution and their transfer pathways，reviewed effects
of fluoride and PFCs in the human body，summarized problems of drinking water type，coal-burning type and industrial type fluorine
pollutions，and discussed fluoride effects to human． This paper also put forwardsome suggestionsand strategies regarding fluorine pollu-
tion area，man-made fluorine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orine pollution and human health．
Key words: fluorine pollution; fluorosis; fluorine geochemistry; P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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